如果不是和汪精卫连襟，褚民谊会如何？

    按：本文系留法博士、大学校长、昆曲名家、汪精卫连襟褚民谊之子、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授褚幼义先生提供，并经过他的授权发布。

    褚幼义有兄妹五人，褚幼义排行老三，现已75岁高龄。近年来，褚幼义出于对父亲朴素的人伦情感，在国内外广泛收集资料，其中部分资料直接提供给了博主，供日常研究之用。因为，褚民谊曾担任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中法工学院院长长达12年（1927-1939）之久，而本人正在潜心研究学校的工程教育百年史。卸去院长一职后，褚民谊最终同连襟汪精卫走到了一起，最终沦为汉奸。

    今年暑期，在世博园，博主应邀参加了中法联合组织的里昂中法大学展览，从中了解了该校创始人之一的褚民谊的部分事迹。结合日常研究，加上和褚幼义的多次交流，博主感受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褚幼义并不回避父亲的汉奸身份。收集父亲的资料，研究父亲的生平，并不是为了翻案，而是出于普通的父子情感，想全面了解父亲的一生，想让世人了解褚民谊除了汉奸以外的部分，知晓真实的褚民谊。这一点，在他所提供的资料中能够得到印证——即便其中有人性的为尊者讳的抑或扬，因此，我很能理解老先生的情感，也因此更加尊重他。

    二是，作为汉奸，褚民谊被枪决后，褚民谊的三个子女并没有受到直接的牵连，也就是说，并没有株连九族。褚幼义兄妹三人算是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反右、文革等疾风暴雨的岁月。目前兄妹三人都已步入耄耋之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安度晚年。博主在感到震惊、不可思议的同时，更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祖国成熟和伟大的一面，感到十分欣慰和庆幸。

    三，汪精卫谋刺载沣不成被捕，在狱中所作“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豪迈得荡气回肠，直冲霄汉，却因晚节不保，此诗已无人记诵！褚民谊贵为“洋博士”，在和汪精卫合流之前，在教育、卫生、政治、革命领域的作为使之成为民国时期的一颗星，炙手可热。作为连襟，他们本可流芳百世的，可惜可叹！更感遗憾的是，将“实事求是”奉为圭臬的国人在具体的人和事的问题上，失去了自我判断的能力和觉悟，人云亦云，近乎盲从，在肯定他们是汉奸的同时，其他根本免谈，似乎走入了极端，背离了“桥归桥，路归路”的古训和马恩列斯毛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

    身为大学教授，褚幼义退休后又在北京担任过某冶金协会的秘书长，治学严谨，经验丰富，文笔流畅，加上对其文字本身的尊重，所以，他提供的文稿我未作任何修改，希望广大读者研读、体会。

    立传不一定就是树碑，更多的是还原历史、尊重历史，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同时也是建设文化。同样是汉奸，《汪精卫传》、《汪精卫大传》都已有了，作为历史工作者，博主当然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读到一本真实可信的《褚民谊传》，且不论这本传记的作者是褚民谊之子褚幼义还是其他的史学工作者。

    不过，说个笑话，博主非常非常不希望这本传记的作者是个文学工作者。人常言“文史不分家”，实则差别大了去了。    

 

  褚民谊博士生平简介(1884-1946)

  Brief biography of Dr. Tsu Min-Yee（Chu Minyi）

 

    褚民谊(Tsu Min-Yee)，字重行（Zong-Yung），别号乐天居士，浙江湖州南浔人。其父褚杏田是世代中医，主外科兼制药。他自幼反对鄙俗，力主排满革命，自改出生之名“庆生”为“明遗”。1899年承父教入苏州天赐莊博习医院学西医。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和继母病逝后回乡，先后入明理学塾和浔溪公学，才华出众，得到同乡张静江的赏识和资助，于1904年东渡日本求学。1906年随张改赴法国，途经新加坡时，由陈楚南和尤烈介绍，与张静江一起加入同盟会。到巴黎后，他即在张的支持下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一起创办中国印书局，出版《新世纪》周刊、《世界》画报等刊物，曾系统地发表了以“普及革命”和“无政府说”等为代表的大量文章，鼓吹社会革命。并以“平等自由民之正谊；大同博爱重在实行”励志，更名为“民谊”，字“重行”。1909年孙中山来法国数月，他负责接待。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回国支持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并以张静江和褚民谊等人的名义志愿输集款项银十万两以充军饷。1912年3月孙中山派他和黄郛及姚勇忱到上海成立同盟会上海总机关部，他被公推为总干事。是年袁世凯窃权，他与张静江于9月乘火车二次赴法。1913年到比利时, 就读于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国参加倒袁活动。先到南洋，曾主苏门答腊报笔政。1915年回到上海，袁世凯要抓张静江，便随张出走到日本，在东京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汇合。是年第三次赴法，入巴黎医科大学和都尔医校预科，毕业后入波尔多医科大学学习。留学期间曾与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汪精卫等人一起发起和组织留法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20年移居里昂，负责里昂中法大学的具体筹建工作（包括学校章程和规划的制订、校园的整治和建设工程等），同时就读于里昂医科大学。1921年10月中法大学开学，他任副校长。1922年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1924年首次在欧洲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和他分别被推为名誉会长和副会长。1924年初发表论文《兔阴期变论》，是年秋毕业，获医学博士和药剂师学位。

    1924年底回国，与爱国华侨卫月朗（陈璧君的生母）的养女陈舜贞结婚。1925年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兼广东医学院院长。1926年2月任命为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和广东大学校长，负责筹建中山大学。是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他任军医处处长。1926年元月国民党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上海攻占后，他为党内统一进行了多方斡旋，于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升任中央执行委员。继而先后于1929、1931和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第四届和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他于1932-1935年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并兼任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谋划开发大西北。

    他热衷于从事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事业，注重中西文化交流，创导“德、智、体、美、群”五育全面发展。从1927年起到1939年，长期在上海担任中法国立工学院（前称中法国立工业专科学校）中方院长兼训育主任；法方校长薛藩(Henry Civet)兼教育主任。该学院由中法两国政府合办，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校训，教学上与法国的工业学院完全接轨，为我国培育高水平的工业实用人材。1928年初他赴西欧考察卫生，回国后任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和卫生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曾创建并担任中华卫生学会主席、上海劳工医院和上海平民疗养院院长等职；还主编了《医药评论》˴《社会医药》等刊物，大力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社会卫生化、医药科学化。1929年任行政院中比庚款委员会中方委员长。张静江于1929年在杭州举办盛大的西湖博览会，他积极支持任筹委会参议。1930年他负责组织并率团参加在比利时举办的国际博览会，获奖牌总数第三名。1932年发表了专著《欧游追忆录》。

    他身体力行大力提倡全民健身体育运动，着力在民众中推广武术、踢毽子、放风筝等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创编太极操、发明太极球和太极棍等器械运动，还主编了《健康杂志》，编纂出版了《国术源流考》（1936）等专著。他先后参与组织了1933年和1935年分别在南京和上海举行的第五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前者任筹委会主任，后者任筹委会常务委员，亲自兼任两会国术组裁判长，并在两会开幕式上带领数千小学生表演太极操。他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董事。1936年我国正式派出大规模代表团参加第11届奥运会，他参与了组织工作，负责筹措经费,并积极组派“国术表演团”，扬威海外。

    他钟爱国粹，是业余的京剧和昆曲名家，曾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了昆曲净角的曲谱，编纂了《昆曲集净》上、下册，并发表了《元音试译》(1942),率先尝试将传统曲谱翻译成通俗的五线谱，以便普及推广。他在1933-1937年期间组织了“公余联欢社”,担任主任理事,在政府公务员中提倡和开展各种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他还主编了由徐慕云编著的《中国戏剧史》（1938）。他作为筹委会主任于1936年11月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国立戏剧音乐院(国民大会堂)和国立美术陈列馆。此外，他擅长书法，自成一体，有“颜容而柳骨”之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留在沦陷区上海法租界内，主持中法国立工学院院务，尽力筹措经费，并协助维护沪上教育。在当时列强袖手、大片国土沦落、生灵涂炭日甚的形势下,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河内，1939年夏访日返沪，说服他弃教加入南京汪精卫政权。1940年3月南京政府成立，他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940年底调任驻日本大使，1941年9月回国后继任外交部长。在此期间他兼任总理（孙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孔庙管理委员会和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此外，中日文化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华体育会、国术团体联合会、中华佛教会以及中央医院、同伦学校、同仁大学等社会团体都推他为理事长、会长、校长或名誉理事长。他在沦陷区内,为保护文物古迹、中日文化交流、开展文教体育活动以及弘扬佛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身为重建三藏塔筹备委员会主任，至今耸立在南京九华山上的三藏塔以及其中保存完好的玄奘法师灵骨，见证了他在保护国宝方面所作的努力。1940-1944年间，他题碑并赋诗高度颂扬南京栖霞寺寂然法师建寺护寺和救助两万三千余名遭日军屠城难民的功德，显露出他当时爱民护民的心迹和立场。

    1944年底汪精卫病故，他辞去外交部长。1945年7月日本战败前夕，他赴广州，任广东省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等职，意图南下护市保民并视机接应国军。8月日本投降后他在广州继续维持社会秩序，9月12日国民党军统局以蒋介石约见为名将他拘押，10月14日转送南京。1946年2月移至苏州监禁，8月23日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于监内刑场执行抢决。身后葬于上海虹桥公墓。  

              

